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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珠三角地区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和近年的田野调

查资料，发现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促进了劳动合同的签订和合同期限的长期化，

使得企业愿意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员工保险和福利投入，更加注重人性化管

理，最终建立起一套将农民工纳入其中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制度；与此同时，中小企

业和私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和策略也得到不断发展。虽然 《劳动合同法》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工集体维权倾向，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又可以缓解劳资之

间的紧张，员工维权更加理性、审慎，为劳资之间从对抗迈向合作共赢提供了基

础。《劳动合同法》加快并强化了中国劳动关系的 “个体化”发展趋势。从 “刚性”

的法律制度和 “柔性”的内部管理两个渠道保护劳工权益，有助降低大规模集体性

劳资纠纷发生的风险，建立相对和谐的制度化的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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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与背景

２００８年实施的 《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签订、集体劳动合同以及解雇条件等进
行了严格规定，引发学术界热切关注。常凯指出，中国个体劳动关系法规已经完善，

现实中个别劳动关系的建构和调整，已经无法解决劳资矛盾和维系劳动关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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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向集体化调整是大势所趋。① 游正林则认为劳动关系的 “集体化转型”并非
“一种历史进程”，仅依据法律条文认定中国即将发生 “集体化转型”缺乏事实的依据。②

我们认为两种观点并非截然对立，导致分歧的一个原因是企业和工人群体的多样性。

一方面，在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大量农民工的权益仍得不到有效保障，群体性事
件频发，劳动关系呈一定的集体化发展态势。劳动仲裁受理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数量
在２００９年后有所下降，２０１２年后又略有回升，但总体上相对平稳 （参见图１）。③ 另
一方面，近年来在国有、外资或大型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日臻完善，劳动者权益获
得较好的保护。即使权益受到侵害，劳动者也倾向于使用法制渠道理性维权。图１表
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通过个体劳动仲裁的渠道处理劳动争议。因此，现实中
我国劳动关系并存集体化与个体化两种现象，从过去十年以及未来发展看，究竟哪一
种趋势会占据主流？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重回 《劳动合同法》。本文分析 《劳动合
同法》导致劳动关系个体化趋势的原因和机制，讨论其对集体化趋势的影响。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数与人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数据，参见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ｃｎ＝Ｃ０１，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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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凯：《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游正林：《对中国劳动关系转型的另一种解读———与常凯教授商榷》，《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也有学者认为，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数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尽
管没有劳动者群体性事件数量的权威统计，刘明巍和库鲁维拉 （Ｍ．Ｌｉｕ　ａｎｄ　Ｓ．
Ｋｕｒｕｖｉｌｌａ）在综合分析各种数据的基础上认为，劳动者群体性事件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间
呈上升趋势。参见 Ｍ．Ｌｉｕ　ａｎｄ　Ｓ．Ｋｕｒｕｖｉｌｌａ，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Ｇｏｏｄ，Ｔｈｅ　Ｂａ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ｇｌｙ，”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ｂｏｒ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３８，ｎｏ．２，２０１７，ｐｐ．１８７－２１０．



在理论上，对劳动关系的规制存在三种模式：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共治、雇
主单方规制和政府通过法律政策等规制。第一种模式是集体化的劳动关系，后两种
则是个体化的劳动关系。从理论上讲任何一种模式都可以很好地解决劳动问题，三
者具有相互排斥性。但现实中由于劳动者和雇主的多样性，任何单一模式都很难实
现劳动关系在宏观层面的平稳运行，因此，三种模式一般同时存在，只是地位有所
不同，如北欧国家以集体化规制为主、英美等国以个体化规制为主。我国在改革开
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要由雇主单方规制劳动关系。由于大量雇主的法制意
识薄弱，忽视劳动者权益，管理水平低下，造成很多劳资冲突，导致劳动关系集体
化的趋势，并催生了 《劳动合同法》及相关劳动法规的出台。

多项实证研究表明 《劳动合同法》自实施以来，在规范劳动关系、提高农民工
社会保障水平和就业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然而过去十年，很少有一部
法律像 《劳动合同法》那样，每当经济遇到问题，就成为众矢之的。２００８年，受国
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制造业遇到巨大的困难，工商业界的人士认为 《劳动合同法》

过度向劳动者倾斜，压缩企业的自主权。② 随着中国经济好转，批评声音渐少，但
是２０１４年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迅速上涨，制造业的竞争力削弱，产能严重过剩，在
加快经济转型和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工商业界再次提议修订甚至
废除 《劳动合同法》。③

面对同一部法律，为什么社会各界的评价会有如此巨大的分歧呢？或许在于立
场和理论基础的不同，支持 《劳动合同法》者站在劳工立场，以多元主义劳动关系
的理论为基础，强调政府规制的重要性。④ 他们虽然也批评 《劳动合同法》执行不
力、导致劳务派遣泛滥等问题，但总体上肯定 《劳动合同法》在保护劳工权益上的
巨大作用。反对者则从企业立场出发，以新自由主义市场理论为基础，强调市场机
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劳动争议解决中的核心位置，认为 《劳动合同法》会增加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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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２０１１年第７期；程延园等：《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不同职工群体劳动权益保障差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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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成本、激化劳资纠纷。① 但无论关注企业用工成本，还是福利保障，双方均只
注意到 《劳动合同法》的短期效应，而忽略 《劳动合同法》对中国劳动关系转型和
人力资源管理的深远影响。本研究利用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０年珠三角农民工问
卷调查数据和一些田野调查资料，从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视角，探讨 《劳动合同
法》与劳动合同签订对农民工福利待遇和雇佣关系的作用，进而揭示 《劳动合同法》

的实施如何影响了中国劳动关系转型的趋势。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视角

（一）文献综述：“良法”与 “恶法”之争

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为适应不同经济形式并存的需要，中国不断
探索符合实际的劳动力市场制度。② 在改革之初，尽管中国乡镇企业与民营企业发
展迅速，吸纳了大量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但劳资之间并无明确的契约制度，劳资
之间仅靠口头约束来维系。随着外资纷纷进入中国，其在带来先进技术的同时，

也对中国用工形式提出了挑战。为适应外资企业的雇佣制度，中国劳动立法开始
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明确规定劳动合同是建立劳动关系的基本形式。③

１９９４年 《劳动法》颁布，劳动合同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劳动法》条文比
较宽泛，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④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中国劳动关系出现许多新的
特征，例如后福特主义的 “灵活用工”、“劳务派遣”、“非标准化”等现象，迫切需
要新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⑤ 经过多年的立法工作，《劳动合同法》终于在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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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建飞：《社会变革中的中国劳动合同立法》，《法学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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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并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施行。①
《劳动合同法》虽对中国劳动关系和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巨大，但在学术界却争议

不断：一种观点认为 《劳动合同法》标志着中国劳动关系由个体调整迈向集体调整，

在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一部非常值得肯定的 “良法”；② 另一种针
锋相对的观点认为 《劳动合同法》违背契约平等原则，提高企业用工成本，纵容工
人违约，可能会导致一种双输的局面，是一部 “恶法”。③

在实证研究层面，对 《劳动合同法》直接或间接的肯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促进了劳动合同签订。在珠三角，２００５年签订正
式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占４８％，２００８年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
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接近６０％。④ 基于２０１０年对上海、天津、深圳等九个城市近

１７００位农民工的调查，徐道稳发现，有６５．５％的农民工与所在企业签订了劳动合
同，千人规模以上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８９％。⑤

第二，《劳动合同法》对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起到重要作用，这点已被许多经验
研究所证实，⑥ 其中李小瑛和弗里曼发现新法律明显增加了具有书面合同的农民工
比例，从而提高了社会保险覆盖面，减少了拖欠工资的可能性，提高了工人在工作
场所参与工会的比例；⑦ 还有研究发现，劳动合同签订对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影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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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非标准趋势下的劳动力派遣》，《中国劳动》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①　２０１２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劳动合同法》进行了修改，修改决定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１
日起施行。本次修订主要针对劳务派遣问题，一方面严格限制公司开展劳务派遣业务
的条件，提高了行业入门门槛；另一方面严格规定使用劳务派遣的岗位必须满足临时
性、辅助性或替代性的要求。此次修改后，劳务派遣被滥用的现象得到了较好的遏制。
常凯：《关于劳动合同法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当代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６期；《论劳动
合同法的立法依据和法律定位》，《法学论坛》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董保华：《〈劳动合同法〉的十大失衡与修法建议》，《组织人事报》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０日，
第１０版；《我国劳动法学研究应当摆脱极端———兼评刘诚 〈论 《劳动合同法》的理论
价值与现实意义〉》，《法治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孙中伟、雍昕：《２００９年珠三角外来工劳动权益状况调查与分析———兼与２００８年调查
相比较》，《南方人口》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徐道稳：《劳动合同签订及其权益保护效应研究———基于上海等九城市调查》，《河北法
学》２０１１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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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ｎｏ．３，２０１５，ｐｐ．３２９－３５２；卿石松、刘明巍： 《劳动合同和工会的权益保护作用
———基于ＣＧＳＳ２００８的经验分析》，《社会学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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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同签订者的参保率明显高于未签订者，签订长期合同者高于短期合同者；①

此外，签订劳动合同还可以使得外来工的月收入提高１４％。②

第三，《劳动合同法》提升劳动力市场的规范性。加拉格尔等研究发现，《劳动
合同法》有助于扭转城市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化的趋势，对中国劳动关系的规范性起
到了积极作用。③ 陈玉甫和方科从理论上认为，《劳动合同法》不会对就业产生严重
损害，也不会增加裁员，④ 签订劳动合同可以显著降低农民工的离职率，提升雇佣
关系的稳定性。⑤

上述研究从正面肯定了 《劳动合同法》在规范劳动力市场方面的积极作用，但
是，还有一些实证研究发现该法会提高中国企业的经营成本，“干扰”劳动力市场的
秩序。具体也可归纳为三点。

第一，《劳动合同法》提升企业用工成本。《劳动合同法》尽管并未明文规定，

但企业一旦签订劳动合同，就需要为员工购买多项社会保险，从而导致用工成本增
加。但何勤和王飞鹏发现 《劳动合同法》导致守法企业用工成本上涨，但不超过企
业总成本的２％。⑥ 《劳动合同法》对用人单位义务的设置、法律责任的强化会影响
用工成本的总量和结构，来自上海的实证研究表明，规范执行 《劳动合同法》导致
用工成本增加３％—８％，相当于增加０．４１％的总成本。⑦

第二，《劳动合同法》强化解雇保护和解雇代价，并不利于提高工作积极性和生
产效率。《劳动合同法》的制定和实施主要在解雇理由、解雇程序、解雇补偿和违法
解雇后果等四方面增加了解雇成本，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⑧

实施 《劳动合同法》虽然提高解雇成本，导致人力资本密集度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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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１１９５－１２０５．
陈祎、刘阳阳：《劳动合同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收入影响的有效性分析》，《经济学季刊》

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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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伟、杨肖锋：《脱嵌型雇佣关系与农民工离职意愿———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问卷
调查》，《社会》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何勤、王飞鹏：《〈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用工成本的增量分析与应对措施》，《中国
劳动关系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周国良：《〈劳动合同法〉影响用工成本实证测算》，《中国劳动》２００９年第９期。
李春云：《〈劳动合同法〉对企业解雇成本的影响分析》，《当代经济》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



缩小员工规模，但有利于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和知识员工群体就业，从而促进中国
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型升级。①

第三，《劳动合同法》降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加剧企业的人工成本
粘性，作为民法失去了 “双保护”的平等性，滑向了 “单纯保护劳方”的 “危
险”境地。国家行政对劳动关系的过度干预，可能导致劳动者、企业和国家的
“三输”。②

上述争论的重点是 《劳动合同法》对劳工福利和用工成本的短期效应，忽略
了 《劳动合同法》对中国劳动关系转型的长远影响，即强调依赖工人组织、集体
谈判和集体行动的 “集体化路径”与强调依赖法律制度、人力资本提升和人力资
源管理等的 “个体化路径”，哪种是未来中国劳动关系发展的主流？我们将从内部
劳动力市场的视角，考察 《劳动合同法》是如何从员工和企业两个层面影响这一
发展趋势的。

（二）研究视角：基于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理论

１．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及其解释
所谓内部劳动力市场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ＬＭｓ）是指企业内部所建立的

将员工纳入晋升、技能培育、职业发展和福利保障的阶梯制度设置。③ 该理论最早
由多林阁和皮奥尔提出，基于工作技能和经验的专有性，他们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劳
动力市场，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是寻找高技能员工的最有效方式，企业通过建立一
系列内部劳动力市场制度留住专有技能员工并激励工人发展这类技能。④ 奥都塞指
出，内部劳动力市场具有三层含义：（１）指一个企业内的所有工作岗位；（２）指企
业内具有某些特征的工作岗位；（３）指在企业内或不同企业间存在一个职业市场。⑤

我们在第二个含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即在一个企业内，只有某些岗位或具备某些特
征的员工才可能进入内部劳动力市场设定的晋升阶梯和福利保障体系。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产生有赖于一系列企业内部和外部法律、政策或制度，比如
稳定的雇佣关系、清晰的职位描述和客观的评价方法，这些制度使得基于技能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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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解雇成本、就业与产业转型升级———基于 〈劳动合同法〉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
的证据》，《南开经济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董保华：《我国劳动法学研究应当摆脱极端———兼评刘诚 〈论 《劳动合同法》的理论价
值与现实意义〉》，《法治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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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晋升评价成为可能。① 杜宾等较早注意到外部法律管制对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
机制形成的影响。② 他们发现，１９６４年 “美国平等就业机会法”颁布后，企业开始
设计和采纳一种雇佣制度，给予员工正式化和理性化的晋升机会和晋升通道，也就
是在企业内部建立一种人才选拔的市场机制，并给予相应的福利和待遇。然而，在
美国，由于 “自由解雇”的原则，内部劳动力市场形成的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工会
和集体谈判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的迅猛发展。集体化的劳动关系不仅减少了无序混
乱的劳资冲突，其所带来的就业保护还降低了企业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的灵活性。

由于不得不依靠现有员工，企业产生了投资、培训、开发员工技能等发展内部劳动
力市场的动力。③此外，从 “收益—成本”的角度，巴隆等发现组织规模越大，其内
部越可能建立晋升阶梯，基于晋升的技能培训也会增加；④ 威廉姆森认为，频繁的
招募和培养新员工会提高交易成本，拥有复杂技术的雇主会寻求长期的雇佣契约以
规避训练新工人的高额成本。⑤ 但费弗尔和科亨发现，仅从效率角度并不能完全解
释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兴起，人事部门的存在会提高内部劳动力市场实践的可能性。⑥

因为，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会扩展人力资源管理的事务，增加人事经理的相对权力，

因此他们偏爱推广内部劳动力市场制度，但是却削弱了工会对于工作场所和工作权
威的控制，从而可能会遭到工会的抵制。这实际上揭示了集体劳动关系和内部劳动
力市场发展可能存在的一个矛盾关系，即劳动关系的集体化有利于内部劳动力市场
的形成，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可能对工会或
集体劳动关系产生替代或冲击作用，而集体劳动关系的衰退将给企业重新转向外部

·８８·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年第７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Ｌ．Ｈｕｆｆｍ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３８，

ｎｏ．３，１９９５，ｐｐ．３８１－３９７．
Ｆ．Ｄｏｂｂｉｎ，Ｊ．Ｒ．Ｓｕｔｔｏｎ，Ｊ．Ｗ．Ｍｅｙｅｒ　ａｎｄ　Ｒ．Ｓｃｏｔｔ，“Ｅｑｕ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９９，

ｎｏ．２，１９９３，ｐｐ．３９６－４２７．
Ｈ．Ｃ．Ｋａｔｚ，“Ｔｈｅ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７，ｎｏ．１，

１９９３，ｐｐ．３－２２；Ｐ．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ｉｎ　Ｃ．
Ｋｅｒｒ　ａｎｄ　Ｐ．Ｄ．Ｓｔａｕｄｏｈａｒ，ｅｄｓ．，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ｐ．３０３－３３９．
Ｊ．Ｎ．Ｂａｒｏｎ，Ａ．Ｄａｖｉｓ－Ｂ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Ｗ．Ｔ．Ｂｉｅｌｂｙ，“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Ｈｏｗ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Ｌａｄｄｅｒｓ　Ｖａｒ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ａｎｄ　ａｍｏ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３１，ｎｏ．２，１９８６，ｐｐ．２４８－２７３．
Ｏ．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２２，ｎｏ．２，１９７９，ｐｐ．２３３－２６１．
Ｊ．Ｐｆｅｆｆｅｒ　ａｎｄ　Ｙ．Ｃｏｈｅ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２９，ｎｏ．４，１９８４，ｐｐ．５５０－５７２．



劳动力市场提供机会。①

２．《劳动合同法》与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扩散
中国 《劳动合同法》与 “美国平等就业机会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但由于集

体劳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的缺失，其对内部劳动力市场在中国的形成具有更显著且
深远的影响。② 在这一点上，其作用又类似于美国工会。２００３年之前，中国农民工
就业市场一直是买方市场，农民工缺乏选择权和议价权，工作任期与用人单位签订

的劳动合同期限都很短，流动性大、极不稳定。③ 尽管一些大型企业已建立起内部
劳动力市场，但由于户籍身份，农民工被排斥在外。因此，在 《劳动合同法》诞生

之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充斥着各种短期行为，企业不愿对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投
资，农民工频繁跳槽，缺乏学习和培训机会，技能难以得到有效积累。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我国的雇佣关系构成中短期、无合同雇佣等灵活雇佣

形式的比重呈逐渐上升趋势，到２１世纪初，劳动力市场的雇佣灵活性已经达到一个
较高水平。④ 但是，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都无力扭转雇佣关系短期化的格局，直

到２００８年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⑤ 面对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企业并非完全被
动遵循，而是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⑥ 其中对劳动关系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企业开
始从制度层面回应 《劳动合同法》，着手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相应的内部福利

体制，将大量的农民工纳入进来。

以往研究过于强调 《劳动合同法》对农民工权益保障和企业用工成本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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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真正影响长远的是 《劳动合同法》通过强制劳资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确立稳
定、长期的契约关系。具体作用机制是：第一，劳动合同的签订将劳动力的部分交
易过程由市场行为变成组织行为，企业解雇成本和难度增加，企业更愿意对员工进
行专有技术和福利投资，并建立一个晋升通道，这有利于满足企业生产对技术积累
的需求，降低培训和招募的成本。第二，农民工被企业任意解雇的风险下降，从而
提升他们对企业的归属感，改变短期职业行为，更加注重提升技能和职业发展，离
职意愿和离职行为下降，劳动关系变得更加稳定、可预期。第三，企业为了规避法
律实施带来的用工风险和成本，人事管理的人性化程度和技术水平会不断进步，企
业人事投入增加，人力资源部门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第四，法律倾向
于保护劳方，赋予劳方在劳资纠纷中的上诉权和索赔权，因此农民工谈判能力提高，

更敢于向企业争取自身合法权益，但由于与企业的利益一致性被契约关系固定下来，

因此也会更加理性、慎重。

因此，根据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理论， 《劳动合同法》通过确立制度化的劳动关
系，改变了以往农民工只有临时契约而没有长期雇佣契约的情况，促进了中国企业
内部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扩散，将农民工个体职业发展整合进企业发展，有助于促进
劳动关系的和谐共生，降低劳动关系的对抗性，这是本文的基本假设。

三、研究方法与田野资料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即同时使用量化和质性两种不同的研究策略。长期以
来，量化和质性研究存在分歧，一直难以弥合，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结合两种
方法的研究开始兴起，① 国内学术界采用这种研究策略也越来越多。② 在混合研究
中，通常一种方法作为主导，资料搜集可以同时进行或循序进行。本研究中，先采
集调查数据，后又根据研究需要进行案例访谈，以弥补调查问卷的不足。

所用资料来自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于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０年在珠三角九个城
市开展的问卷调查。③ 调查对象是跨地域 （县、市、区）流动的大专学历及以下农
业户籍的外来务工者。这三次调查均安排在７—８月份，采用同样的抽样和调查方
法。由于抽样框缺乏，无法进行随机抽样，因此调查采用的是配额抽样、偶遇抽样

·０９·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年第７期

①

②

③

Ｍ．Ｌ．Ｓｍａｌｌ，“Ｈｏｗ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　Ｍｉｘ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ｔｕｄｙ：Ｒｅｃ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ａ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３７，２０１１，ｐｐ．５７－８６．
朱迪：《混合研究方法的方法论、研究策略及应用———以消费模式研究为例》，《社会学
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珠三角九个城市分别是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惠州、肇庆、中山和江门。



相结合的方法。① 由于调查方法的一致性，数据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二）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劳动合同签订状况

劳动合同制度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已被广泛采用，所以在 《劳动合同法》颁布之

前，签订劳动合同已经比较普遍。但是，２００６年的调查显示，珠三角仅有４２．４％的

农民工与所在企业签订劳动合同。２００８年 《劳动合同法》第７条强调：“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并且第１０条又规定 “建立劳动关系，应

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② 这使得２００８年劳动合同签订率有较大的增长，达５８．１％，

但２０１０年劳动合同的签订率增长缓慢，并趋于稳定。③

针对农民工劳动合同普遍短期化的问题，《劳动合同法》第１４条予以详细规定，

其中 “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或 “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④ 从历年数据看，这一规定的效果并不明显，在已

签订合同者中８０％以上的都是固定期限合同，四年来无固定期限合同增加近五个百

分点。另外，２００８年后，固定期限合同年限普遍延长，从２００６年平均每次签约

１．２９年，延长至２００８年的１．６３年和２０１０年的１．８２年。

从年份对比可以发现，２００８年 《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

率显著提高，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签订率增长近五个百分点，固定期限合同的平均

年限普遍延长 （见表１）。

表１　珠三角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２００６年 （Ｎ＝３０８６） ２００８年 （Ｎ＝２０９１） ２０１０年 （Ｎ＝１７２５）

劳动合同签订率 （％） ４２．３５　 ５８．１５　 ６３．０７

其中，固定期限合同 （％） ８６．７６　 ８１．８５　 ８２．０６

无固定期限合同 （％） １３．２４　 １８．１５　 １７．９４

固定期限合同年限 （年） １．２９　 １．６３　 １．８２

·１９·

内部劳动力市场与中国劳动关系转型

①

②
③

④

调查以广东省各市外来劳动人口的相对比例作为样本配额依据，并重点控制性别和区
县分布等指标进行抽样。在样本选择方面给调查员较大的自主性，为进一步提高样本
分布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规定企业规模在３０人以下的只做一份；企业规模在３０—２９９
人之间的可做三份，规模在３００人以上的可做五份，多份问卷须选择不同性别、工种、
年龄或来源地的农民工。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７页。

２０１３年７月，我们采用同样的抽样和调查方法，在广州市做过一次调查 （样本数为３３３
人），结果显示，广州市２０１３年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５７．６６％，相比２０１０年调查
时增加了约３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２０１０年之后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
率总体上变化并不是很大。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８页。



（三）变量统计性描述

表２是相关变量的统计分布表。按照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将每年样本分成两组

进行比较。首先，就年龄来看，三年数据中，农民工年龄平均在２７—２９岁，签订劳

动合同者比未签订者约小１岁；性别差异并不明显；就教育来看，签订合同中的高

中及以上教育水平者占比较高。在企业层面，就所有制性质而言，外资和国有企业

签订合同比例更高；就企业规模看，签订合同者所在企业的平均规模更大。

表２　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变量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０年

未签合同 已签合同 未签合同 已签合同 未签合同 已签合同

年龄 （岁） ２７．８　 ２６．９　 ２９．１　 ２６．７　 ２９．８　 ２８．７

性别 ＿男性 ５１．７２　 ５４．１３　 ５８．２９　 ５５．８４　 ５６．２０　 ５５．０６

性别 ＿女性 ４８．２８　 ４５．８７　 ４１．７１　 ４４．１６　 ４３．８０　 ４４．９４

学历 ＿初中及以下 ７５．１０　 ６２．５１　 ７２．４３　 ６２．１４　 ７０．１７　 ５９．８３

学历 ＿高中 （中专） ２４．７９　 ３７．４１　 ２２．５４　 ３３．８３　 ２６．０６　 ３１．８９

学历 ＿大专及以上 ０．１１　 ０．０８　 ５．０３　 ４．０３　 ３．７７　 ８．２７

所有制 ＿国有企业 ９．７３　 １２．８９　 ４．７４　 ９．０５　 ５．２９　 １１．２２

所有制 ＿私有企业 ７５．６３　 ５０．４７　 ８８．６１　 ５２．８８　 ８６．０６　 ５８．６５

所有制 ＿外资企业 １４．６５　 ３６．６４　 ６．６４　 ３８．０７　 ８．６５　 ３０．１３

规模 ＿微型 （３０人以下） ３０．２３　 ６．９４　 ３７．４０　 ６．９２　 ２６．７４　 ６．０４

规模 ＿小型 （１００人以下） ４０．８７　 ３０．６３　 ４５．４９　 ３５．００　 ４９．３７　 ３０．５５

规模 ＿中型 （１０００人以下） １５．１４　 ２３．０７　 １０．３２　 ２１．４２　 １４．４０　 ２６．００

规模 ＿大型 （１０００人以上） １３．７６　 ３９．３６　 ６．８０　 ３６．６７　 ９．４９　 ３７．４２

技能培训 １１．３０　 ２７．６２　 １６．６１　 ３４．６０　 １６．３３　 ３５．２０

带薪休假 ２２．０３　 ３９．１７　 ２５．４９　 ４７．６１　 ２２．８０　 ５２．９９

养老保险 ７．６５　 ３６．１２　 ７．７８　 ４４．９７　 １１．１５　 ４８．８５

权益侵害 ２４．１１　 ２３．０３　 ７．９０　 ８．０９　 １０．０５　 ６．５３

不满意见 ７５．３５　 ７５．９０　 ２６．２９　 ２９．４４　 ２７．００　 ２７．２３

离职倾向 ７４．７４　 ６８．３３　 ７４．７４　 ７５．７２　 ７９．９１　 ７５．５８

集体维权倾向 ４９．４４　 ４９．６６　 ５６．３９　 ５８．５５　 ６９．５４　 ７７．９７

样本数 １７７９　 １３０７　 ８７５　 １２１６　 ６３７　 １０８８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衡量指标有很多，使用员工指标作为测量依据，主要包括人

力资本投资、企业内部福利、企业内部管理和员工离职倾向四个维度。在样本中，

已签订劳动合同者，接受技能培训、享有带薪休假和养老保险的比率大约是未签订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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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两倍左右。另外，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０８年，技能培训、带薪休假和养老保险三项
福利的覆盖率显著提高。在劳动权益方面，签订劳动合同者与未签订者并无显著差

异，但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劳动权益被侵害的比例明显下降，不到原来的一半。

２００６年对企业管理有意见的比例高达７０％以上，而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０年的比例不到

３０％。这说明，２００８年后，企业管理方式愈加人性化。但是，就员工离职意愿和集

体维权倾向来看，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不降反升，这是耐人寻味的。２００６年签订劳动

合同者中，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打算离职的占６８％，而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０年则上升至

７５％；在集体维权倾向方面，２００６年仅有５０％的员工愿意选择集体方式维权，而

２００８年这一比例增长至５８％，２０１０年又增加２０个百分点。但集体维权倾向并不代

表农民工就会选择集体维权。

四、《劳动合同法》与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一）《劳动合同法》对农民工的影响：基于调查数据的分析

１．《劳动合同法》的直接效果

在 《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劳动合同就已经存在，但根据２００６年调查结果来

看，珠三角九个城市的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在３０％—４０％。２００８年初 《劳动合

同法》开始施行，２００８年７—８月的调查表明，劳动合同签订率已提高到６０％左

右。在表３，我们首先做了一个全样本的模型，控制农民工的性别、年龄、教育
以及企业性质、规模和所在城市，结果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的２００８年和

２０１０年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发生比约是２００６年的２．５倍左右。表４和表５还表

明，《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农民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可能、劳动合同的期限

都显著增加。

由于三年调查数据采用的方法一致，调查样本均为农民工，调查城市均为珠三

角九市，因此，可以得出清晰的结论：导致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上升、合同期限
延长以及无固定合同增加的主要因素就是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

但 《劳动合同法》对不同类型企业员工的影响不同，为检验这种差异，本文又

将样本按企业所有制和企业规模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在对不同企业性质样本的回归

分析 （模型２ａ—２ｃ）中发现，受 《劳动合同法》影响最大的是国有企业和外资企

业，２００８年国有企业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发生比是２００６年的３．２倍，外资企业

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发生比是２００６年４．２６倍，而私有企业仅为２倍。在不同规
模企业的回归分析 （模型３ａ—３ｄ）中，结果表明，受 《劳动合同法》实施影响最大

的是大型企业，规模越小的企业在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的变化就越小。比如在微

型企业中，２００８年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仅为２００６年的１．５倍，而在千人以上的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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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企业中，这一比例高达３．４２。

表３　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Ｌｏｇｉｔ回归分析

自变量
全样本

Ｍ１

所在企业所有制性质 所在企业规模

国企 外企 私企 微型 小型 中型 大型

Ｍ２ａ Ｍ２ｂ Ｍ２ｃ Ｍ３ａ Ｍ３ｂ Ｍ３ｃ Ｍ３ｄ

男性 （女性＝０） ０．１２８＊＊ ０．３１７＊ ０．１６２＊＊ －０．０１９６　 ０．２１２　 ０．２５６＊＊＊ ０．０５０９ －０．１７１

年龄 （岁）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０３１

高中 （初中＝０） ０．３４５＊＊＊ ０．６９８＊＊＊ ０．３０４＊＊＊ ０．２８７＊＊ ０．６９１＊＊＊ ０．４１６＊＊＊ ０．１２３　 ０．１１０

大专 （初中＝０） ０．５２９＊＊＊ ０．９３８　 ０．４４７＊＊ ０．５２６　 １．１２１＊＊＊ ０．３５５　 ０．０９１６　 ０．６１４

私有企业

（国有＝０）
－０．５４９＊＊＊ －１．３０＊＊＊ －０．６３＊＊＊ －０．２９９ －０．３０９＊

外资企业

（国有＝０）
０．４４０＊＊＊ ０．０７９　 ０．５７７＊＊＊ ０．５８０＊＊＊ ０．４８５＊＊＊

小型企业

（微型＝０）
１．１２５＊＊＊ ０．５６６＊ １．１３８＊＊＊ １．０３＊＊＊

中型企业

（微型＝０）
１．９１０＊＊＊ １．００８＊＊＊ ２．００４＊＊＊ １．５２９＊＊＊

大型企业

（微型＝０）
２．４５７＊＊＊ １．６２８＊＊＊ ２．６７４＊＊＊ ２．０２９＊＊＊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６年＝０）

０．８７７＊＊＊ １．１７４＊＊＊ ０．６８５＊＊＊ １．４５８＊＊＊ ０．４１６＊＊ ０．８１３＊＊＊ ０．９４２＊＊＊ 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６年＝０）

０．９１６＊＊＊ １．４７６＊＊＊ ０．７６５＊＊＊ １．１５９＊＊＊ ０．６７６＊＊＊ ０．７３１＊＊＊ １．０１１＊＊＊ １．３２２＊＊＊

城市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截距 －１．８３＊＊＊ －０．６９３ －２．４５＊＊＊ －１．１５＊＊＊ －１．１９＊＊＊ －０．６７＊＊＊ ０．２５５　 ０．４１３

样本数 ６６１８　 ６１３　 ４４１９　 １５８６　 １２１７　 ２４９０　 １２３９　 １６７２

ＬＲ　ｃｈｉ２　 １７９１．７１　 １５３．１９　 ９０７．７９　 １８２．８９　 １１５．０８　 ２１１．８６　 １３１．３９　 １８２．５８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９５６　 ０．１８８４　 ０．１５０９　 ０．１０７５　 ０．０９８０　 ０．０６２０　 ０．０８２３　 ０．１０６８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以往普遍认为 《劳动合同法》对规范中小企业、私有企业的劳动用工作用更大，

但是对比不同所有制和规模的企业在２００８年前后的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就可以发
现，这种观点未必正确。受 《劳动合同法》影响最大的是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大
型企业，刘林平和陈小娟认为，这些企业面临更大的合法性的压力，私有企业和小
型企业则处于制度压力的边缘，受新法实施的影响也相对较少。① 另一个原因是，

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大型企业比私有企业和小型企业有着更大的违法成本，由于
其特殊的背景和大规模用工，一旦被员工投诉违反 《劳动合同法》，就要承受更大的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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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和经济损失。

表４　农民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Ｌｏｇｉｔ回归分析

年份
全样本

Ｍ１

所在企业所有制性质 所在企业规模

国企 私企 外企 微型 小型 中型 大型

Ｍ２ａ Ｍ２ｂ Ｍ２ｃ Ｍ３ａ Ｍ３ｂ Ｍ３ｃ Ｍ３ｄ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６年＝０）

０．２９２＊＊ ０．７０５＊ ０．０２４４　 ０．６９０＊＊＊ －０．００９　 ０．１４３　 ０．２７６　 ０．５９０＊＊＊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６年＝０）

０．３１８＊＊＊ １．４６５＊＊＊ ０．０１９９　 ０．６１９＊＊＊ －０．２０３　 ０．１４２　 ０．１１１　 ０．７３７＊＊＊

样本数 ３１９７　 ３５０　 １６９３　 １１５０　 １９３　 ９９８　 ７５３　 １２４９

ＬＲ　ｃｈｉ２　 ９８．７８　 ４７．９８　 ６６．７４　 ４７．０５　 ２７．３４　 ３５．３８　 １９．８７　 ４２．７３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３４８　 ０．１５２６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５１３　 ０．１２１５　 ０．０３６５　 ０．０３３３　 ０．０４１８

　　　注：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２．只保留年份变量，其他变量和城市变量不在表格中呈现；

　　３．本表仅采用已经签订劳动合同的样本。

表５　农民工劳动合同年限的一般线性回归分析

年份
全样本

Ｍ１

所在企业所有制性质 所在企业规模

国企 私企 外企 微型 小型 中型 大型

Ｍ２ａ Ｍ２ｂ Ｍ２ｃ Ｍ３ａ Ｍ３ｂ Ｍ３ｃ Ｍ３ｄ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６年＝０）

０．３６５＊＊＊ ０．５４９＊＊＊ ０．３５８＊＊＊ ０．３２１＊＊＊ －０．２４１　 ０．２９９＊＊＊ ０．６００＊＊＊ ０．４０８＊＊＊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６年＝０）

０．５４０＊＊＊ ０．８０３＊＊＊ ０．３８４＊＊＊ ０．７１２＊＊＊ ０．１２４　 ０．４３１＊＊＊ ０．５９１＊＊＊ ０．６８５＊＊＊

样本数 ２４７１　 ２９１　 １２７１　 ９１５　 １３９　 ７３５　 ５９９　 １００４

Ｒ２　 ０．０６２　 ０．１９７　 ０．０４８　 ０．１１１　 ０．１３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７８　 ０．０９２

　　　注：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２．只保留年份变量，其他变量和城市变量不在表格中呈现；

　　３．本表仅采用已经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样本。

２．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建立

采用五项指标分别表示企业对员工专有人力资本的投资 （技能培训）、企业内部

福利制度 （带薪休假和养老保险）和企业内部管理制度 （权益侵害和不满意见），还

有一个变量是离职倾向，这六个变量均是二分类变量，我们使用Ｌｏｇｉｔ回归分析方

法，结果参见表６。

首先，２００８年 《劳动合同法》颁布后农民工获得培训的机会显著增加。控制其

他变量的情况下，相比于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农民工接受企业技能培训的发生比率增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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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５５％ （ｅ０．４４－１），２０１０年也是如此。而且，签订劳动合同者相比于未签订者接受
技能培训的比率又会增长１．１７倍 （ｅ０．７７５－１）。由此可见，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层
面，《劳动合同法》均有助于企业对员工的人力资本的投资。一旦签订劳动合同，

企业解雇成本增加，如果员工无法胜任工作岗位要求，就会造成严重的人力资源
浪费；同时，员工接受培训后，带着技能积累离开的难度也会增加。因此，签订
劳动合同对于企业的优势是通过稳定雇佣关系，降低企业技能投资和员工经验的
流失。

表６　劳动合同签订对内部劳动力市场指标的影响

自变量
技能培训 带薪休假 养老保险 权益侵害 不满意见 离职意愿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Ｍ５ Ｍ６

男性 （女性＝０） ０．１２１＊ ０．１５６＊＊＊ －０．０４０３　 ０．６２６＊＊＊ ０．２１２＊＊＊ ０．１５０＊＊＊

年龄 （岁）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１６＊＊＊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３８＊＊＊

高中 （初中＝０） ０．４９０＊＊＊ ０．６１９＊＊＊ ０．８２４＊＊＊ －０．００４１４　 ０．１４１＊＊ －０．０６８７

大专 （初中＝０） ０．４０５＊＊ ０．９３９＊＊＊ １．３６６＊＊＊ ０．０４１９ －０．２２８ －０．１８０

私企 （国企＝０） －０．１６４ －０．３０８＊＊＊ －０．８３５＊＊＊ ０．０４１９ －０．０８９７　 ０．０５２２

外企 （国企＝０） －０．１１１　 ０．１７８＊ ０．０３１１　 ０．１１６　 ０．０１２４　 ０．１９３＊

小型 （微型＝０） ０．０８１ －０．３８１＊＊＊ ０．３７６＊＊＊ ０．２２０＊＊ ０．４３３＊＊＊ ０．２１１＊＊＊

中型 （微型＝０） ０．３２４＊＊＊ －０．２７５＊＊＊ ０．６２２＊＊＊ ０．２８２＊＊ ０．４７６＊＊＊ ０．０６２４

大型 （微型＝０） ０．６４６＊＊＊ －０．０３６０　 ０．９９０＊＊＊ ０．０２１３　 ０．３２０＊＊＊ ０．１５３

劳动合同 （否＝０） ０．７７５＊＊＊ ０．８０９＊＊＊ １．６１１＊＊＊ －０．１０９＊ －０．０６２１ －０．２７８＊＊＊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６年＝０） ０．４４０＊＊＊ ０．３００＊＊＊ ０．３５１＊＊＊ －１．３２５＊＊＊ －２．０８９＊＊＊ －０．６６５＊＊＊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６年＝０） ０．４０３＊＊＊ ０．４３８＊＊＊ ０．４９７＊＊＊ －１．２８９＊＊＊ －２．１３５＊＊＊ ０．１９３＊＊

城市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截距 －１．７６０＊＊＊ －０．８７１＊＊＊ －３．３０４＊＊＊ －１．７１２＊＊＊ ０．９００＊＊＊ ２．１４６＊＊＊

样本数 ６６１４　 ６６１４　 ６６０７　 ６６１１　 ６６１５　 ６３１９

ＬＲ　ｃｈｉ２　 ５５６．６７　 ７３９．７６　 １７３６．４０　 ４１８．００　 １６６１．６８　 ３０５．０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７７１　 ０．０８６２　 ０．２２７３　 ０．０７４８　 ０．１８１２　 ０．０４１１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其次，２００８年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内部福利体制建设更加完善，农民
工的保障显著提高。带薪休假是企业提供的一项基本的劳动福利，在模型 Ｍ２中，

２００８年农民工享有带薪休假权的发生比是２００６年的１．３４倍 （ｅ０．３），２０１０年再度提
高；相比未签订合同者，签订合同者获得带薪休假福利的发生比增加１．２３倍。在五
种社会保险中，“养老保险”最为重要，企业的缴费负担也最高，因此，以养老保险
作为代表，结果和带薪休假相似，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０年企业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的
比率显著提高，同时，签订劳动合同者参与养老保险的比例也远高于未签订合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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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以往研究的发现完全一致。① 农民工福利保障的提升，一方面是 《劳动合同
法》的直接要求，另外一方面意味着企业内部福利体系的确立，这种体系是建
立在稳定和可靠的雇佣关系之上，同时为内部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运作提供了基
本保障。

在技能投资和福利保障提升的同时，２００８年后，企业管理对劳动权利的侵害也
大幅度下降，员工离职倾向下降。在模型 Ｍ４中，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０年劳动权益曾经
受过侵害的比例，显著低于２００６年。Ｍ５的因变量是员工对企业的不满意见，结果
表明，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０年，员工对企业管理存在不满意见的可能性大幅下降，就发
生比来看，仅为２００６年的１３％左右。随着劳动权益状况的改善，员工离职意愿也
相应下降，２００８年具有离职倾向的发生比是２００６年的５１．４％ （ｅ－０．６６５），２０１０年略
有回升，但总体趋势在下降；另外，签订劳动合同者的离职意愿显著低于未签订者。

培训开发、人性化的管理方式以及建立内部福利体制，均可以视为现代人力资
源管理的基本手段。以上发现表明，《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着手建立一个内部
劳动力市场体制，采用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同时不断完善内部福利体制，员工
不满和离职意愿均不同程度减少。

（二）企业对 《劳动合同法》的应对：基于田野资料的分析

问卷调查只是从农民工个体角度进行的，并未揭示 《劳动合同法》究竟如何影
响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的。为此，本文进一步结合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城市的田野资
料进行分析。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５年，我们陆续调研多家企业，核心问题是：“《劳动合
同法》实施后，你们采取哪些措施予以应对？”这些访谈资料和案例，可以清晰呈现
企业的应对策略以及新法对劳动关系的影响。

尽管政府会强制企业执行劳动法规，但企业也会采取一系列更为精细和巧妙的
策略来应对法律的冲击。② 总的来看，企业策略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通过内部
劳动力市场机制，稳定雇佣关系，加大对员工的培训和开发力度；第二，借助外部
劳动力市场进行劳务外包或劳务派遣等，降低用工成本；第三，巧妙利用法律，降
低用工风险。

１．更加注重员工培训与开发
法律约束的加强和市场短缺等，共同催生了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建立和

完善，这也是在上述数据分析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在 《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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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企业选择遵守法律，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一旦合同签订，企业就不能自由解雇

员工，员工也不会随意离职。稳定的雇佣关系，给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带来可能。

案例一：２０１０年６月，我们在东莞市一家港资企业调研，该企业主要生产

电子元器件，当时有员工３０００多名。公司人事经理说：“这段时间，我们用工

压力很大，每天都在招人，招聘录用占用人事部门大量精力，但企业内员工流

失率很高。我们一直在反思，为什么留不住员工？怎么才能挖掘员工的潜能？

现在我们开始实施 ‘青年员工发展计划’，每年拿出５０万用于员工培训投入，

设立优秀员工晋升通道，留住核心员工。”

案例二：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我们在上海松江区某工业园区调研，问到同样的

问题，一家民营企业老板表示：“《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来说是一种倒逼机制，

逼着企业规范经营，改进企业人事管理制度。我们企业以前并不重视员工管理，

只要干活就可以了，做得不好就辞掉。但是签订劳动合同后，不可以随便解雇

员工，员工如果不能胜任岗位是企业人力资源的浪费，我们现在很重视员工的

培训和学习。这是被逼的，但对提高产品质量和企业竞争力很有帮助。”

《劳动合同法》迫使企业开始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增加对员工培训和技能提升

的投入。这一方面直接导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升，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

企业，几乎是从无到有，从原来只关注外部招聘，转向内部员工的培训开发；另一

方面，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使得员工能够感受到企业的关怀，并且能够有一个稳定的

心理预期，看到内部成长的可能性和空间。长此以往，个体发展被高度整合进企业

发展的平台，其行为表现更加理性，劳资双方之间的对抗性程度有所下降。

２．劳务外包广泛应用
《劳动合同法》严格用工制度，降低企业弹性用工的同时，也为企业打开了 “另

一扇窗”———劳务派遣。在２００８年之前，由于劳工直接雇佣和管理成本很低，招工

非常容易，企业根本不需要通过人力资源外包手段来完成生产。２００８年 《劳动合同

法》实施之后，企业用工弹性下降。为降低用工成本，大量企业和岗位纷纷采用劳

务派遣和劳务外包方式。根据全国总工会２０１０年的调查，当时全国劳务派遣人员总

数已高达６０００多万，占国内职工总人数的２０％。①

案例三：位于东莞南城的诺基亚工厂，２００８年之前一直自雇员工，员工近

万人；２００８年 《劳动合同法》出台之后，停止自招 “普工”，全部委托劳务派

遣公司。２０１０年我们去调查时，该厂工人说，生产线９０％的员工都是劳务派

遣，想进诺基亚必须通过劳务派遣公司。

诺基亚的这一模式较为普遍，同时，劳务派遣的滥用受到广泛批评。《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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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降蕴彰：《〈劳动合同法〉修改成稿 劳务派遣违规处罚翻倍》，《经济观察报》２０１２年４
月１６日，第２版。



法》修改后，对劳务派遣加大限制力度，但产生了一种更为灵活的用工方式，即劳

务外包。① 为专注核心价值链，企业通常会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与劳务派

遣依然适用于劳动法、并且需要用工单位亲自管理员工不同，劳务外包属于一

种 “意思自治”的合同法，员工招聘、薪酬发放和员工管理都交给外包公司。

案例四：东莞某玩具厂。淡季时，该厂仅有２００名员工，旺季时，增加到

５００名。工厂老板说， “我们现在很少劳务派遣了，主要是外包，外包比较简

单。接到大单后，需要 ‘普工’，一个电话，劳务公司就把人送来，我们只需要

把钱给工头就可以，订单完成后，外包公司就把人带走，很省事。”

无论劳务派遣还是劳务外包，都与直接雇佣不同，这对劳动关系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模糊 “用工主体”，使得传统建立在 “劳方—资方”之上的关系

模式被第三方解构，员工即便试图维权，也因为 “用工主体”不清而不知找谁，极

大地增加维权和谈判的难度；二是高度流动性，使得更大范围的员工联合不再可能。

劳务派遣和劳务外包都是一种临时性用工，合同结束后员工就要离开用工企业，到

下一个企业继续 “打工”，而且一家企业通常会与多家外包公司签订劳务合同，整个

工厂的劳工联合就更加不可能。

３．人事管理更加有策略性
《劳动合同法》颁布后，培训市场立即出现大量类似 “如何合法规避 《劳动合同

法》实施后的用工风险”的培训课程。这些课程主要由律师主讲，面向企业人事经

理和高管，一般收费每人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不等。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劳动合同法》容

易引起的用工争议和风险，比如规避常见用工风险的基本策略、加班工资成本控制

及企业应对策略、劳动纠纷的预防和应对策略，等等。这些课程深受企业欢迎，在

我们调查的３０多家企业中，一半企业明确表示曾派人参加这类培训班，并学到一些

巧妙的办法。２０１５年６月，我们在东莞调研时，一位企业主表示，商会定期组织企

业人事经理分享和交流用工经验，并邀请一些律师或人事专家进行指导，这对于规

避用工风险、解决劳资纠纷很有帮助。

以下两个案例很有代表性，其中案例五的方法是延长试用期，降低成本；案例

六的方法是改变雇佣主体，重新签订劳动合同。

案例五：苏州吴江某电脑配件企业 （台资企业，成立于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

员工５００人）的人事经理说：“《劳动合同法》出台后，为延长试用期，我们公

司就与新员工签订一年零一个月或两年零一个月的合同，可以多增加一个月的

试用期。公司每个月都要新招十多名员工，每个人增加一个月试用期，可以节

约一个人的用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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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劳务外包的运作形式和组织机制，参见黄岩：《工厂外的赶工游戏———以珠三角地
区的赶货生产为例》，《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案例六：东莞横沥某模具厂 （私营企业，成立于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８年员
工１００多人）的老板说：“《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厂里员工都没签订劳动

合同，也没缴纳社保，２００８年合同法出来后，我算了一下手里资金，根本

不够赔，干脆关掉了那家厂，又重新在现在的地方开了一家工厂，所有员
工重新签订合同。”

这些巧妙利用法律的策略虽然不像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包一样对劳动关系产生

重大影响，但是帮助企业避免了大量的劳资纠纷，极大提高了企业人事管理的精细
化水平。其得益于一个外部强大的咨询和培训市场，由律师、会计师、咨询师等构

成的企业管理顾问队伍，不断给企业传送管理经验和巧妙的办法，帮助企业化解劳

资纠纷，避免事态扩大对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五、进一步分析：《劳动合同法》与农民工集体维权倾向

调查数据和田野资料的分析结果表明，２００８年 《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企

业人事管理更加精细化和人性化，企业着手建立一个内部劳动力市场体制，同时

不断完善内部福利制度，员工劳动权益受侵害的比例和对企业管理不满的比例均

明显下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员工权益受到侵害，是否更加倾向于集体
维权呢？

这三年调查数据均询问过被访者一个问题：“假如您个人的劳动权益受到侵害，

是否愿意采取集体的方式维护自身权利？”将明确回答 “愿意”的赋值为 “１”，其他
归为一类，赋值为 “０”，依然采用二分类Ｌｏｇｉｔ回归方法。解释变量是劳动合同签

订、技能培训、带薪休假、养老保险、权益侵害、不满意见、离职意愿等，同时控

制城市变量和个体层面变量，回归结果参见表７。

在模型Ｍ１ａ中，相比于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０年农民工愿意采用集体方式维

护自身权利的倾向显著增加，其发生比分别是２００６年的１．３５倍 （ｅ０．３０１）和３．０３倍
（ｅ１．１１１）。但是 “签订劳动合同”变量并不显著，虽然回归系数依然为正。我们依次

纳入多个解释变量，可以发现，年份之间的差异依然显著存在，显然，２００８年后农
民工在态度上更加 “敢于”集体维权。

模型 Ｍ１ｂ—Ｍ１ｇ先后纳入六个变量，结果表明权益侵害、不满意见和离职意愿

三个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受过权益侵害、对企业存有不满意见、具有离职倾向的
员工，更加倾向于选择集体维权。而表６结果表明 《劳动合同法》减少了权益侵害

的发生和对企业管理的不满意见，也降低了员工的离职意愿，因此，《劳动合同法》

也可以间接降低员工选择集体维权的倾向。尽管技能培训、养老保险、带薪休假三
个变量并不显著，但回归系数也指向负相关，即受过技能培训、有养老保险和带薪

休假的员工可能更加不愿意参与集体维权。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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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劳动合同对集体维权倾向的影响

自变量
集体维权倾向

Ｍ１ａ Ｍ１ｂ Ｍ１ｃ Ｍ１ｄ Ｍ１ｅ Ｍ１ｆ Ｍ１ｇ

男性 （女性＝０） ０．２７６＊＊＊ ０．２７５＊＊＊ ０．２７８＊＊＊ ０．２７７＊＊＊ ０．２４５＊＊＊ ０．２６１＊＊＊ ０．２９１＊＊＊

年龄 （岁）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４＊＊＊

高中 （初中＝０）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３６３　 ０．０３６６　 ０．０２８６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１４４

大专 （初中＝０） ０．２５９　 ０．２６６　 ０．２７３＊ ０．２７７＊ ０．２６０　 ０．２８１＊ ０．１９９

劳动合同 （否＝０） ０．０８４４　 ０．０９４０＊ ０．０９６１＊ ０．１０５＊ ０．０９０１＊ ０．０８０５　 ０．０９１８＊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６＝０） ０．３０１＊＊＊ ０．３０５＊＊＊ ０．３０２＊＊＊ ０．３０１＊＊＊ ０．３７０＊＊＊ ０．５２８＊＊＊ ０．３２７＊＊＊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６＝０） １．１１１＊＊＊ １．１１５＊＊＊ １．１１７＊＊＊ １．１１８＊＊＊ １．１７９＊＊＊ １．３４７＊＊＊ １．１６２＊＊＊

技能培训 （否＝０） －０．０６１７

带薪休假 （否＝０） －０．０６１０

养老保险 （否＝０） －０．０６８７

权益侵害 （否＝０） ０．４０９＊＊＊

不满意见 （否＝０） ０．４６９＊＊＊

离职意愿 （否＝０） ０．２０９＊＊＊

城市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截距 ０．２２９＊＊ ０．２４２＊＊ ０．２４８＊＊ ０．２２６＊＊ ０．１４７ －０．１２３　 ０．０３３１

样本数 ６８６８　 ６８６４　 ６８６４　 ６８５７　 ６８６１　 ６８６５　 ６５５６

ＬＲ　ｃｈｉ２　 ３８８．８９　 ３９０．１９　 ３９１．６３　 ３９１．３４　 ４２０．４４　 ４５２．１９　 ３９６．１４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４１８　 ０．０４２０　 ０．０４２０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４８５　 ０．０４２９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通过分析发现，《劳动合同法》对农民工集体维权倾向存在两种相反的效应 （参
见图２）。一方面，《劳动合同法》使得农民工更加敢于集体维权，这背后的机制是，

员工不再害怕被企业随意解雇，即使被解雇也会获得相应的赔偿，员工维护自身权
利的 “底气”增加。加拉格尔等也发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逆转了中国劳动力市
场的非正式化关系，直接提高了工人的安全感和发言权。① 另一方面， 《劳动合同
法》又会间接降低员工选择集体维权的倾向。看似矛盾的背后，实则表明农民工的
集体维权行动是比较理性的。农民工的维权抗争胆量和底气虽然增加，但他们更加
明白与企业的利益具有一致性，长期合作才是最为理性的做法，因此不会轻易采取
激烈的集体行动，更倾向于通过制度化和个体化的方式来解决纠纷。这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解释，２００８年后中国虽然出现过一波短暂的集体维权潮，但２００９年后无论
个体劳资争议还是集体劳资争议，均开始平稳。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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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劳动合同法》对集体维权倾向作用的示意图

结论与讨论

（一）基本发现

《劳动合同法》自２００８年诞生以来，一直饱受争议。反对者认为其违背了自由

市场的精神，限制企业用工灵活性，增加用工成本；支持者认为，该法对于保护劳

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劳动权益具有重要作用，劳动合同签订率大幅度提升，员工社会

保险和福利水平有所增加。但是，劳动合同对农民工福利和企业用工成本的效应，

只是表面和临时的，真正长远的影响是劳动合同通过确立雇佣关系的制度化而重塑

中国劳动关系的格局，这已左右过去十年并会继续影响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劳

动关系的走向。利用中山大学于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０年在珠三角地区的问卷调

查数据以及田野案例，分析 《劳动合同法》对中国劳动关系的影响，可以得出以下

结论。

第一，《劳动合同法》的直接效果明显：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无固定期限

合同签订率以及固定期限合同的期限均明显提高。但是，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０年劳动合

同签订率增长相对缓慢。

第二，在 《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一部分企业尤其是国有、外资和大型企业

开始增加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同时，不断完善内部福利制度，提高公司福利和社

会保障对农民工的覆盖率；中小企业、私有企业的人事管理也更加精细和人性化，

员工劳动权益受侵害和对企业管理不满的比例显著下降。

第三，《劳动合同法》倒逼企业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首先，一个为企业提供

专业咨询的服务市场发展壮大，可以有效地帮助企业降低用工风险；其次，企业开

始从注重员工招聘和数量扩张转向设法留住员工和人力资源开发；最后，企业利用

劳务派遣和外包等手段，提高用工弹性，降低用工成本。

第四，《劳动合同法》一方面提升农民工集体维权倾向，另一方面则通过一系列

福利保障和管理的改进降低这种倾向。农民工在获得稳定雇佣契约后，不再担心被

随意解雇，因此态度上敢于 “维权”，但因为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机制和内部福利的

产生以及企业管理的人性化，个体职业发展被高度整合进企业的发展平台，因此在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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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行为上表现得更加理性，不会轻易离职，劳资双方之间的对抗性下降，合作性
增强。

从员工和企业两个层面的资料分析结果看，本文的研究假设得到较好的验证。

即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受到外部力量的强制约束，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趋于制
度化、长期化，离职或解雇变得困难，为满足生产经营对技术和经验的需要，降低
员工招募和培训成本，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内部劳动力市场制度，将农民工吸纳进
来，增加员工人力资本和福利待遇的投入，给予技能提升相应的回报。内部劳动力
市场的建立，使得员工与企业的关系从短期 “零和博弈”行为，变成长期的 “合作
博弈”，农民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加强，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被捆绑在一起，从而促进
劳资双方的和谐共生关系。

现有关于内部劳动力市场形成条件的研究主要关注美国经验，尤其是工会和集
体谈判的作用。本文从理论上解释了 《劳动合同法》促进中国内部劳动力市场发展
和劳动关系合作性增强的原因，从而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理论和实证贡献。当然，《劳
动合同法》并不能完全解释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兴起过程，劳动力市场用工短缺、《社
会保险法》、 《最低工资规定》等一系列市场和政策条件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
《劳动合同法》是确定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为其他法律提供制度前提，从本文的发
现看，该法无疑是促进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讨论：《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关系转型的深刻影响

中国劳动关系究竟将如何发展？本文的发现让我们进一步思考 《劳动合同法》

对中国劳动关系转型的深刻影响，笔者认为，至少包括以下四点。

第一，《劳动合同法》及其配套法规 （如 《最低工资规定》）使得个体劳动关系
更加制度化，其对劳动权益的 “刚性”维护，降低了农民工通过集体维权方式维护自
身权益的必要性。劳动合同直接提高工人的安全感和发言权，工人诉求可以通过劳动
争议调解系统和法律来解决，而且工人对于解决结果普遍表现出满意的态度，既然如
此，工人依靠集体方式维权的必要性已经下降。此外，最低工资等相关法规对近年来
各地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的快速增加作用巨大。２００４年珠三角最低工资标准平均仅为

４６０元，农民工工资只有１０００元；２０１０年最低工资平均为９００元，农民工工资接近

２０００元；① 到２０１５年，所有省区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最高档都超过了１１００元。②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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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伟、舒玢玢：《最低工资标准与农民工工资：基于珠三角的实证研究》， 《管理世
界》２０１１年第８期。
广东省最近一次调整最低工资是在２０１５年５月。根据２００４年 《最低工资规定》，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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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厅关于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 〔２０１６〕５７号），广
东省最低工资 “由两年调整一次改为原则上三年调整一次”。



此同时，２０１０年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１６９０元，２０１５年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３０７２
元，年均增长１２．７％，已高于同期ＧＤＰ的增长率。①

第二，《劳动合同法》促进企业 （特别是国有、外资和大型企业）内部劳动力市

场和内部福利体制的兴起和扩散。这使得企业用工从短期行为转向长期行为，劳资

双方从短期 “零和博弈”转向 “合作博弈”。雇佣关系更加稳定，企业更加愿意增加
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并试图长期雇佣员工，员工与企业利益的一致性加强。因此，

虽然工人在倾向上更加敢于采用集体方式维权，但在实际行动时，更愿意采取理性

和制度性的手段，而且通常不会将利益纠纷激化成社会事件，劳资冲突变得更加

温和。

第三，《劳动合同法》是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快速发展的 “助推剂”。一般认为，

企业正是通过人性化和个体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将劳工问题控制在企业内部，

从而削弱劳工对于集体结社和维权的需要。② 这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现代人力资

源管理在商业领域风靡全球的主要原因。发达国家３０多年的发展经验表明，这种策
略基本上是成功的，人力资源管理通过对劳动权益的 “柔性”保护，不但成功地瓦

解劳工联合与集体行动，还极大激发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③ 为规避 《劳动合同法》

带来的法律风险，企业经常派人事经理参加劳动法律培训，更加注重内部人事制度

建设，慎重聘用员工，加强员工技能培训，尊重员工权益，关爱员工健康，等等。

在这一过程中，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逐渐发展起来，人事管理技术更加精细化、

人性化、制度化，将员工群体性诉求转变为个体性问题。

第四，应该注意到 《劳动合同法》也导致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的泛滥，其执行

不尽如人意。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６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２０１６年只有

３５．１％的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如果大多数农民工不能被 《劳动合同法》所覆盖，

不能进入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那么必然要寻求集体化的方式来维护权益，可能导

致群体性劳资冲突的加剧。

质言之，如果本文的研究发现和推论是正确的，那么 《劳动合同法》的施行显

然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劳动关系的 “个体化”发展趋势。《劳动合同法》一方面通过强
化和完善个体劳动标准直接推动个体化劳动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提升企业人

力资源管理水平间接促进个体化劳动关系的形成。因此，至少在很多国有、外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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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企业中，依靠劳工联合、强调对抗的集体化路径，将很可能被注重合作的个体
化人力资源路径所取代，而那些没有被整合进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一线工人，以集体
化方式维权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尽管 《劳动合同法》可以促进个体化劳动关
系的发展，但仍然不会消灭集体化的问题。

总体上，国家以立法的形式介入劳动关系是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必然选择。不可
否认，《劳动合同法》确有少数条款有待商榷，但以此为由而否定整部 《劳动合同
法》显然忽视了该法对形成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以及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的积
极作用。当然，我们还要看到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大量
员工仍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购买保险，还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外部劳动力
市场中，因此，我们建议进一步加强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力度，特别是在私有企
业、中小企业以及其他灵活用工的行业。通过 “刚性”的法律制度和 “柔性”的内
部管理两个渠道加强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力度，可以降低大规模集体性劳资纠纷的
发生风险，形成相对和谐和制度化的劳动关系，为企业经营和社会发展创造稳定有
序的环境。这也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要求。

最后，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研究所用数据和资料主要来自珠三角
地区，而中国幅员辽阔，各地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要全面分析中国
劳动关系的变化趋势，还需要覆盖全国的调查数据。第二，２０１０年之后，我们没有
再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和执行情况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以至于
这项研究无法描述最近几年的现状。第三，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农民工个体层面的
调查数据，如果能够利用企业层面的追踪数据，观测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生成，

将会得到更加精确的判断。第四，本文所考察的中国劳动关系转型，更多体现在非
公经济领域，这也是 《劳动合同法》主要约束对象，而有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
劳动关系依然有待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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